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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文化体系将灾

害情境建构为日常生活中的预期

风险,并为灾害为什么会发生、意

味着什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造

成威胁提供了解释框架,进而形

塑了公众应对灾害的模式。本文

提出文化对公众应对灾害行为的

三种影响机制:意义给赋、认知启

发和赋权增效,并据此讨论了灾

害治理的文化路径。相关讨论从

理论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公众灾害

行为逻辑的认识,对于建立社会

防灾减灾的长效机制,进而增强

社会的整体韧性而言,亦具有一

定政策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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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alsystemsconstructdisaster

scenariosasanticipatedrisksineverydaylifeand

provideaninterpretiveframeworkforwhydisasters

occur,whattheysignify,andthethreatstheypose.

Thisframework,inturn,shapesthepatternsof

publicresponsetodisasters.Thispaperproposesthree

mechanismsbywhichcultureinfluencespublicdisas-

terbehavior:meaningassignment,cognitiveheuris-

tics,and empowerment enhancement.Based on

thesemechanisms,thispaperdiscussesthecultural

pathwaysfordisastergovernance.Thediscussionen-

richesourtheoreticalunderstandingofthelogicbe-

hindpublicdisasterbehaviorandofferspolicyin-

sightsforestablishinglong-termmechanismsfordis-

asterpreventionandreduction,therebyenhancing
theoverallresilienceof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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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灾害行为(disasterbehavior)涉及人们面临灾害风险或身临灾害

情景时广泛的响应行为,包括了人们对于灾害风险的认知和评估、灾害

信息的获取与传播、灾害适应与恢复、灾害中的互动和彼此协作等。受

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个体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众灾害行为具

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探究公众灾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

是很多灾害研究者的研究重点。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是理解灾害行为的重要方面。比如

有调查研究指出,我国一些地方公众仍对“祛厄禳灾”仪式的减灾效用

深信不疑且乐此不疲,显然这不符合“理性人”视角下的行为假设,但是

如果将这种行为放在“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的框架中,则变

得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这些地方的文化信仰体系中,灾害的发生意

味着“神谴”,祭祀等仪式是与神对话的渠道,安抚了神灵自然就可以祛

厄禳灾(叶宏,2012)。这正如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Hoffman)和安

东尼·奥利弗 斯密斯(AnthonyOliver-Smith)所阐述的那样———文化

是理解人们以何种理由和方式应对灾害风险、为什么和如何遭受灾害

的关键(HoffmanandOliver-Smith,2002)。很多研究都曾关注过风

险或者灾害中的文化维度问题(DouglasandWildavsky,1982;Kahan

etal.,2010;Kaspersonetal.,1988;陶鹏、童星,2012),但大部分主要

聚焦于风险或者灾害是如何被感知的(Tierney,2014),这使得其他同

等重要的研究议题缺乏系统讨论,公众灾害行为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影

响机制就被包含其中。

探究“文化因素”与“灾害行为”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解人们在不确定

情境下行为决策机制的理论意义,其政策启示价值亦值得关注。第一,

“传统灾害应对方式”的流失被认为是文化层面灾害社会脆弱性的重要

原因之一(McEntire,2001)。例如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灾害中,很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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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务工人员和游客没有识别出海啸正在迫近的信号,因而未采取防御措

施,但是长期居住在泰国的莫肯部落(Moken)、印度尼西亚的锡默卢岛

(Simeulue)以及安达曼 尼科巴群岛(Andaman-NicobarIslands)的公

众却能够在海啸来临前及时撤离逃生,避免严重伤亡,这在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他们掌握当地辨识海啸征兆的传统知识(Merceretal.,2012)。

第二,文化因素影响了实践中灾害风险沟通与灾害教育等工作的效果。

例如有关“信仰文化与公众灾害准备意识”关系的研究可以为“如何在一

个宗教文化氛围浓郁的地区进行灾害教育和风险沟通工作”提供启示

(Sunetal.,2024)。第三,文化契合利于推动减灾项目的长效实施。倘

若社区和基层的减灾项目能与当地的文化背景相契合,将会更加容易被

公众接受,可以节约成本,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Dekens,2007)。

二、灾害研究中的文化面向与文献回顾

如果以塞缪尔·普林斯(SamuelPrince)1920年关于哈利法克斯

爆炸的研究论文《巨灾与社会变迁:基于哈利法克斯灾难的社会学研

究》(CatastropheandSocialChange,BasedUponaSociologicalStudy

oftheHalifaxDisaster)①作为开端,灾害社会科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

(Prince,1920)。在这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

代,美国 部 分 学 者 就 注 意 到 了 灾 害 常 发 社 区“灾 害 文 化”的 生 成

(Moore,1964;Anderson,1965;WengerandWeller,1973)和“灾害

成因”的宗教化认知(DynesandYutzy,1965)现象,但是文化相关议题

并没有引起灾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加里·韦伯(GaryWebb)认为文

化相关议题难以凸显的原因在于早期的灾害社会科学研究受到结构功

能主义、冲突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角的统摄,这些研究视角过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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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社会结构”,使得灾害研究的议题选择出现了结构化偏误(structural

bias);此外,由于美国早期很多灾害研究受军方资助开展,呈现了强烈

的应用取向,文化相关议题因为理论性较强所以难以进入军方资助项

目的研究范畴(Webb,2007)。尽管如此,由 于 受 到 符 号 互 动 主 义

(symbolicinteractionism)思想的影响,少部分灾害研究学者也会强调

符号、意义以及情境定义之于理解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尽管“文化”并未

成为早期灾害研究的主流议题,但是相关研究的火种也 一 直 存 续

(Nigg,1994)。

“文化”成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始于20世纪

末。1996年人类学家安东尼·奥利弗 斯密斯发表了《致灾因子和灾害

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icalResearchonHazardsandDisasters)

一文,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灾害文化维度研究的重要历 史 转 折 点

(MarsellaA.J.andChristopherM.A.,2004)。此后,灾害文化研究逐

渐涉及文化与灾害心理(MarsellaA.J.andChristopherM.A.,2004)、

公众灾害响应的文化差异(Blanchard-Boehm,1997;Carter-Pokraset

al.,2007)、灾害大众流行文化(Webb,2007;Couch,2000)、公众灾害

行为中的文化影响(LiuandSun,2021;Solbergetal.,2010)等诸多方

面。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东南亚游客与土著居民关于海啸应对的地

方性知识差异使得国外很多灾害学者进一步重视文化因素之于防灾减

灾的重要价值(Merceretal.,2010;Merceretal.,2012)。

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

国的灾害研究。汶川地震后,从文化视角切入的灾害相关研究也逐步

增多,只不过不同学者在“时间—空间—群体”三个维度上各有侧重。

在时间维度上,一些学者着重从文化层域审视思考灾害历史或历史灾

害,力图以史为鉴,为现代灾害防治事业提供经验(周琼,2021;王郅强、

尉馨元,2014);在空间维度上,“灾区”成为众多灾害文化相关研究的场

域(李永祥,2011;张曦,2023;Sunetal.,2019);在群体维度上,一些研

究重点挖掘了少数民族群体在与灾害相伴适应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经

验和文化遗产(徐艳波,2023)。有学者将相关研究概括为两种研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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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孙磊、苏桂武,2016):第一种研究致力于挖掘文化因素之于人们认

知和响应灾害中的因果机制。基本的研究主张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在某

种程度上是由人类对其环境的适应所塑造的,文化继而指导了社会成

员对该环境的适应和应对过程,包括人们如何适应和应对灾害(Rah-

manietal.,2022)。“什么文化因素,有什么影响,如何影响”是该研究

取向下的重要研究问题。第二种研究取向则聚焦于挖掘和探究地方性

知识体系中那些本土的、历史的、传统的、具有减灾意蕴的灾害应对经

验和策略,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体现了一个群体对其世居生态

环境的适应。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集体生活方式或者包含了多种因

素的复杂综合体,文化中会存在一个群体应对和适应灾害的“经验”或

者“智慧”,只不过这些“经验”及“智慧”或者以一种“群体内所知,群体

外不知”,或者以一种“群体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或者以一种

“上一代知,下一代不知”的方式内嵌到群体内的生产生活当中。“这些

‘经验’是什么”“如何积累”以及“有什么作用”是第二个研究取向关注

的重要问题。

三、公众灾害行为中的文化影响机制

尽管“文化会影响公众的灾害行为”这一观点被很多学者所认同,

但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却缺乏严肃的讨论。本部分提出文化对公众应对

灾害行为的三种主要影响机制:意义给赋、认知启发和赋权增效,如图

1所示。按照欧玛尔·利萨尔多(OmarLizardo)的文化类型学观点,

文化分为公众文化(publicculture)、可陈述的个体文化(declarative

culture)和不可陈述的个体文化(non-declarativeculture)三 种 类 型

(LizardoOmar,2017)①,这实际上体现了文化的个体集体不同层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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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内隐不同表现形式。其中,“意义给赋机制”给予了公众明确的行

为动机,这种动机和意愿是可以被描述和感知的(即可陈述文化),反映

了一种分析式的决策模式。“认知启发机制”与公众的启发式决策模式

相关,公众往往感知不到文化对其决策过程的影响(即不可陈述文化)。

“赋权增效机制”从“权力”和“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集体层面“社会资

本”和“集体记忆”对公众应对灾害行为的影响和塑造。

图1 文化对公众应对灾害行为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意义给赋

规范、价值观和信仰等文化要素可以看成群体共享的价值信念和

符号体系,它为群体成员的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是群体互动的基

础。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Sternetal.,1999)、

规范—行为理论模型(norm-activitiesmodel,Schwartz,1977)等理论

观点为“文化—灾害行为”的意义给赋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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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系统会赋予某些行为特定的防灾减灾意义,进而转化为

公众具体的防灾减灾行为动机。比如在一些地区,灾害神话(李永祥,

2016)、灾害记忆(沈燕、王晓葵,2018)以及民间信仰(王建华,2018)等

文化要素为公众提供了灾害的认知框架,如“灾害是超自然现象”,在这

种认知框架下,某些仪式就具备了阻止灾害发生的价值。当然,这种意

义给赋机制也可能给社区的防灾减灾工作带来负面后果。灾害深深地

嵌入一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之中,暗示着在其社会、经济以及改造过的

环境中整个适应策略的状况(安东尼·奥利弗 斯密斯等,2013),因此

特定地区的某些文化要素也是在长期与灾害共存的过程中形成并建立

起来的。故而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某些行为虽然没有在文化体系中

明确给赋其防灾减灾价值,却在人地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最终成为

特定地区减少破坏和降低脆弱性的手段。例如,我国古代“天人合一”

的思想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制定了保

护自然的相关法规,有助于降低因环境恶化而导致自然灾害的风险(张

涛,2022),再如我国西南地震多发地区的穿斗式木结构房屋被认为具

有较好的防震减灾效果(李永祥,2022)。

第二,社会规范可能会影响公众对某些防灾减灾措施的接受意愿。

道德规范与行为关系的建立在于个人如何定义行动情况(Schwartz,

1977)。社会规范包括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norms)和指令性规范

(injunctivenorms)等不同类型,前者指个体通过观察一种行为的社会

普遍性来获取该行为的社会可接受程度,后者反映一个社会所赞扬和

批判的行为(CialdiniandTrost,1998;LapinskiandRimal,2005)。

无论是描述性规范还是指令性规范,对公众灾害行为的规约作用背后,

是因为规范给赋了特定行为以“符合社会期待和认同”的意义,使得公

众可以以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方式应对灾害。但在某些情况下,规范

对于特定行为的规约作用,也可能导致公众对政府防灾减灾倡议的低

水平响应。例如,研究表明在孟加拉湾流行的女性“闭门不出文化

(Purdah)———女性没有丈夫的允许不能随便离开家门”,使得当台风来

临之时,女性前往避难场所的灾害应对行为受到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

861



■ 文化对灾害行为的影响:理论机制与政策启示

导致了当地女性相较于其他群体在1970年和1991年台风灾害中的更

大伤亡(Howell,2003)。

第三,价值观塑造了灾害情境下公众对特定行为的偏好与倾向。

例如,在灾害应对的过程中,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团结,重视制度并积极

响应政府政策(Williamsetal.,2015),而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更注重

个人自由和权益,社会规范力量较弱,个体不太愿意接受政府对其行为

的指导,无法和群体保持一致规范的态度与行为(Roosetal.,2015),

正是集体中心倾向(allocentrism)与个体中心倾向(idiocentrism)的文

化差异,赋予了不同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导致了实践中灾害应对模式的

不同(叶浩生,2004)。有学者在罗马尼亚与马耳他的跨国比较研究中

发现,马耳他公众不强调个人行动,而是将防灾工作融入社会关系和活

动中,揭示了一种普遍的态度,即“每个人都可以帮助他们”“每个人都

可以使用自己的技能”。相比之下,罗马尼亚的研究参与者称自己更

“谨慎”,行使“自我控制”,试图不阻碍或妨碍当局的努力,强调他们将

“提供服务并服从指示”(Appleby-Arnoldetal.,2018)。

(二)认知启发

文化不仅可以以一种意义给赋机制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更是

给公众提供了一种惯习式的自动认知或响应灾害方式,这种响应方式

不依赖理性思考和逻辑判断,而表现为一种认知启发机制。“双过程理

论”(LizardoOmar,2017;MarsellaAnthonyJ.andChristopherMi-

chaelA.,2004;SimkoandOlick,2021)可对“文化—灾害行为”的认

知启发机制提供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人类有两种思维模式:一是依

赖于有意识的信息处理与分析,二是依赖于知识经验与直觉,文化的认

知启发机制强调依赖于个体长期的、反复的关于灾害的经验和体会,从

而形成某种近乎自动的反应和惯习式的判断(胡安宁,2022;Evans,

1984;Evans,2006;Sloman,1996;Gilovichetal.,2002)。认知启发

机制涉及的文化要素大体可以分为“经验原型类”“图式关系类”与“启

发促进类”三种类型。

第一,经验原型类主要包括知识(knowledge)、习惯(habits)、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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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等文化要素。根据文化意义的认知动机理论,经验原型类的文

化主要表现为经验和物质模式的内化的过程(Bourdieu,1990),通过发

展和缓慢的学习过程,如习惯化和持续性记忆,来对灾害认知和行为决

策过程产生影响(SmithandDeCoster,2000;LizardoOmar,2017)。

例如,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防灾减灾实践往往源于一种传

统和长期积累的习惯,折射出自然灾害,特别是生物灾害的深刻影响以

及朴素的原始生态观念(马军,2012)。此外,一些研究也指出,当地震

灾害发生时,公众的避险逃生行为源于以前习得的逃生技能,采取躲避

行为与个体的“第一反应”“有学习过地震知识”等有关,学习过地震知

识,更能在危急时刻选择合适的避震方式(李华强等,2017)。

第二,图式关系类。文化信念和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包含了多种既

定的相关关系,比如某些禁忌与灾害负面后果的联系。既有文献中,将

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具有组织化、规律性和稳定性的概念属性连接称

为“图式”(Schema)(胡安宁,2022;McIntosh,1995)。例如,有学者认

为宗教信仰体系可以看作是信众建立起来的关于上帝(或者信仰对象)

本质、上帝意志或目的、上帝影响方式以及这些信仰之间相互关系的认

知“图式”(Neisser,1976)。面对层出不穷的外界刺激,人们倾向于将

新的知识融入既有的图式中,也即同化(assimilation),从而调整旧有图

式以适应(accomodation)新的刺激,而基于既有图式的信息处理方式

快于处理非图式信息(McIntosh,1995)。这些“图式”作为公众重要的

认知资源,会形成稳定的心理认知结构(cognitivestructure)、心理表征

(mentalrepresentation)或者是心智模型(mentalmodel)。甚至有学者

指出,人们只会注意到“他们已建立图式中的事物,而漠视其余的一切”

(Neisser,1976)。在相关灾害信息刺激下,一些作为“图式”资源的文

化信念会得以启发,影响人们的灾害认知,从而左右公众的灾害行为。

例如在污名化对于公众风险感知和行为的影响中,当特定的文化观念

已经将某些事物与负面标记相连接(比如核技术与高辐射、某些禁忌行

为与灾害负面后果),这些既有的“图式”关系将成为特定的启发式认知

资源,影响了公众的灾害认知和相应的行为决策(Slovicetal.,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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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启发促进类因素主要包括调节认知启发机制效果的因素,即

何种情况下文化要素会通过“认知启发”机制作用于公众的灾害行为。

首先,“信任”符合个体决策启发式系统发生的条件标准(Earle,2010),

具有降低社会复杂性的功能(Luhmann,1979)。因此,在灾害经验、背

景知识以及决策信息的条件下,信任成为影响行动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Siegrist,2021)。例如,研究发现当公众缺乏对于某一事件的经验时,

往往会基于专家或权威机构 的 信 息 作 出 响 应 行 为(Siegristetal.,

2021)。此外,除了信任,时间压力、问题框架、任务情境、风险情境等

因素也会影响文化认知启发机制对公众灾害行为的作用效果。已有

研究表明,公众感知的风险水平越低,越容易依赖经验直觉进行快速

决策,促 进 文 化 认 知 启 发 式 作 用 机 制 效 果 的 发 挥(黄 敏 学、王 薇,

2019;Wongetal.,2021)。

(三)赋权增效

“权力”(power)可以在不同维度得以体现,例如掌握影响决策结果

的资源、控制决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塑造规范使得“行为”合法化等

(Appelbaumetal.,1999)。人们在复杂的人地关系中,需要不断争取

对灾害的控制“权力”,从而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文化体系本身含

有诸多灾害应对的资源,如基于特定价值观、信仰和信任所形成的“认

知社会资本”和“结构社会资本”以及适应灾害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等灾

害文化。这些文化意义上的资源并非为特定的个体所独有,而是为同

一文化群体内成员所共享,提高了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的灾害韧性和

集体效能,因此,这类文化因素与公众灾害行为之间存在“赋权增效”的

关系。

认知社会资本(如社区归属感、信任等)和结构社会资本(互动机

制、关系网络等)可通过赋权增效机制对集体应对灾害行为产生影响。

当面临共同的灾害风险时,与灾害应对相关的诸多活动会以集体行动

的形式开展,群体内的所有成员自觉地加入集体行动,而非因身份、地

位等差异被隔离在集体决策之外。既有研究亦指出,强大的社会联系

和凝聚力(Socialbondsandcohesion)能够促进社区信息和资源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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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对社区韧性的提升有积极影响,有助于受灾社区更快地从灾害中恢

复(JoshiandAoki,2014a;Paton,2003;Appleby-ArnoldSandraet

al.,2021)。例如,研究发现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可以激活社区的

互助机制、灾害应对集体协作机制以增强社区灾害集体应对能力(Mori

etal.,2019;Appleby-ArnoldS.etal.,2021)。

文化因素中的地方性知识与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等相关

资源同样也会通过一种赋权增效机制形塑公众的灾害行为(方修琦,

2021;游红霞、王晓葵,2015;李永祥,2022)。例如,一些人类学研究中

所揭示的我国西南灾害多发地区中有关生态、环境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促进了当地居民对灾害环境的适应(李永祥,2011b)等就是该机制的具

体体现。

四、灾害治理文化路径

提高社会公众的灾害应对能力是对以“科层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

政府灾害管理模式的有益拓展。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引导社会公

众参与的防灾减灾政策和措施往往忽视了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

程度上减弱了政策效果(Roshanetal.,2016;Entwistle,2021;Toan

LuuDuc,2020)。探寻灾害治理的文化路径应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

与灾害治理格局的重要方面,如图2所示。

(一)以文化助推行为改变

近年来随着行为公共管理相关研究的兴起,在理解公众“认知—行

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非强制的引导措施使公众行为发生微妙变化的

作用效果已被很多研究检验和证实(张书维、李纾,2018;吕孝礼等,

2020)。然而,对文化变量的忽视,可能使现实措施难以实现对公众行

为的预期引导效果(Entwistle,2021)。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以“文

化”助推公众行为的改变,有可能进一步释放社会的灾害应对潜能,减

少灾害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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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灾害治理的文化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公众灾害素养可视为一种“经验原型类”的灾害文化,其包含的防

灾减灾知识和技能能够在灾害发生时帮助他们实现“即时响应”。因

此,第一,强化灾害教育与科普,提高公众对于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的

掌握可以作为提高公众灾害素养、以文化助推公众行为改变的起点。

第二,优化风险沟通措施,提高公共部门信任。研究发现,在具有高度

不确定性和高度时间压力的灾害情境下,公众往往基于对于权威主体,

特别是公共部门的信任作出灾害响应(Siegrist,2021;Siegristetal.,

2021),因为政府信任是公众基于过去政府工作的绩效而形成的一种评

价,是影响公众遵从行为的重要因素。通过优化沟通措施,提高灾害管

理部门的表现,有助于政府与公众形成良好稳定的信任关系。第三,立

足文化特征,设计精细化的策略。价值观影响公众对于特定行为的偏

好与倾向,这使得实践中灾害应对模式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文化差异,

进行精细化策略设计。例如,研究发现某些社区的公众会将灾害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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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既有社会关系中,因此在灾害发生时,他们会更倾向于通过家人和

朋友获得帮助,而另一些强调个人行动地区的公众则会依赖政府的紧

急服务(Appleby-ArnoldS.etal.,2021)。因此,对于实务部门来说,在

集体文化和社区凝聚力较强的社区中,强调个人与家庭责任对于集体

应对灾害的意义和价值,或许更能促使公众采取积极主动的响应行为;

而在个人文化和人际关系较为松散的社区中,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信息与指南,强调个人灾害应对责任。

此外,以文化助推行为的改变,需要重视社会规范的功能。对灾害

管理部门来说,认识不同社会规范的影响机制,采取有效的政策引导措

施对于提升灾害响应效果尤为关键。在灾害响应过程中,政府通过使

用恰当的风险沟通措施主动向公众提供应对方法和指南,能够帮助人

们理解、适应和应对危机,提供公众行为的积极规范,从而引导公众积

极的响应行为。

(二)以文化构筑安全屏障

文化具有凝聚共识、精神激励与规范指引等功能,尤其是在灾害发

生前和发生时,灾害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挖掘和培育灾害文化的方式,构

筑社会基层防灾减灾的文化屏障。不同地域文化中蕴含着当地公众有

效利用和保护其所处自然生境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作为一种知识

策略和实践性的灾害文化,地方性知识是公众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所

习得、积累和传承的地方文化相关知识体系。有效识别、继承和发扬地

方性知识中的灾害价值,不仅有助于实现灾害减缓与准备,提升社区韧

性,也有利于提高社区防灾减灾项目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Dekens,

2007;Kelmanetal.,2012)。“识别—融合—应用”是继承和发扬传统

灾害应对知识和策略的重要环节。“识别”意味着要梳理地方性知识或

经验中于防灾减灾有益的内容,因地制宜地加以甄别和利用。“融合”

强调充分利用地域社会本土的、传统的灾害适应/应对经验及策略,并

将其与现代治理理念和科学技术相结合(Merceretal.,2010;UN-IS-

DR,2005;Pelling,2007;Innocentietal.,2011;Le Déetal.,

2015)。最后,要实现知识策略的“应用”。对灾害管理部门来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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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策略不仅可以作为制定防灾减灾规划与应急预案的依据,同时也

可以形成当地灾害科普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公众对防灾备灾、救

灾减灾的认知。

现代化的风险是一个复杂系统,具备了新的形式与特征,需要来自

兼具功能、价值与情感灾害治理共同体的综合应对(文军,2020)。社会

资本(socialcapital)是基于个人或者集体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和社会

互动的一种资源,在集体的生存和发展中发挥作用(赵延东,2007;张文

宏,2003)。研究表明,以信任、互惠、协作和凝聚力等要素为代表的社

会资本,有助于促进资源共享与合作行为,对灾害韧性的提升尤为关键

(JoshiandAoki,2014b;Appleby-ArnoldS.etal.,2021)。因此,在以

文化要素构筑社会灾害风险防范与应对的安全屏障路径下,要将社区

发展与社区安全相结合(Appleby-ArnoldS.etal.,2021),通过内外部

组织动员与激励,发展信任关系与社区参与制度,实现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宗教团体与公众个体及家庭的利益联结、价值共享与情感整合,

构筑强韧关系纽带,培育社会资本。此外,灾害管理部门在引导社会

多元主体“自下而上”的有序参与灾害治理过程中,除了需要注重培育

和利用既有的社会资本,还需要与社会组织建立“补充与互补”并重的

合作治理模式,提升社会组织应急服务的多样性与有效性,并通过制

度吸纳、契约合作等形式激励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相关的减灾项目,

利用社会组织资源体系达成风险消减目标(陶鹏、薛澜,2013)。例如

有研究指出,宗教信仰和相关的仪式、习俗和习惯可以培养群体认同

感,维持基于信仰的社会网络,提高公众灾害应对的集体效能(Sun

andQi,2023)。因此,在宗教信仰地区,利用这些宗教组织的资源体

系,发挥其在基本生活资源、资源运输与分配协调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完善相关宗教组织筹资、捐助以及行动等方面的规制措施,可有序引

导宗教组织参与灾后应急响应与救助。此外,灾害管理部门也可以与

宗教组织合作,借助宗教组织在特定地域的影响力,利用信仰的力量

引导公众的灾害合作行为,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灾害带来的冲击。

(三)以文化固化灾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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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变与文化适应是应对灾害的重要条件,社会学习是灾害文

化功能实现的重要路径(陶鹏、童星,2013),灾后是社会学习的最好时

机。因此,要加强对灾害应对的有效学习,参与学习的既包括灾害管理

部门也包括每一位社会公众。对于灾害管理部门来说,重要的是深入

分析灾害成因和救援行动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改进制度设计和价值导

向,以此积累宝贵的经验,为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奠定基础。

对社会公众来说,要通过反思灾害折射的脆弱性,主动承担起防灾减灾

的责任,提升灾害应对能力。在文化视角下,构筑“灾害记忆”便是灾后

社会学习的重要路径和方式。

灾害会被社会所记忆,通过意象的复现影响个体生活,而一旦汇聚

为“集体记忆”,就会影响集体决策、行为乃至文化的变迁(樱井龙彦,

2008)。大量研究表明,大型灾害发生后,国家权力和地域社会往往会

通过重构灾害记忆的方式,来消解灾害带来的创伤(雷天来,2019)。一

个地域灾害记忆的建构和意义化过程,既是一种针对灾害的应对方式,

也是这个社会基本文化逻辑的体现(王晓葵,2016)。因此,灾害文化记

忆的构筑是灾害恢复和灾害经验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帮

助公众更好理解灾害、提升社会灾害意识与社会韧性的功能,同时也具

有实现社会团结互助、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等政治作用。因此,需要

使用多种手段来实现灾害记忆的文化塑造,促进文化层面灾害经验的

固化。

第一,需要结合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多方力量,将“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的记忆构建路径相融合。集体记忆的建构绝不是单维的,也不

是某一种力量促成的,而是综合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力

量(徐开彬、徐仁翠,2018),需要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第二,需要

综合多种灾害记忆传承方式和载体。灾害记忆存在“与文字相关的”和

“与仪式相关的”两种传承方式(沈燕、王晓葵,2018;王霄冰,2007)。当

大型灾害发生后,我国政府往往会主导纪念碑和纪念馆等灾害记忆设

施的建设,这些空间场所起到了保留灾害记忆的作用。同时,文学作

品、大众媒体也都是构建灾害记忆的中介和载体,丰富这些灾害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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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能够强化灾害记忆,对于社会灾害素养、社会互助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第三,需要扩展灾害记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灾害纪念碑、灾害

博物馆、灾害传说、祛厄攘灾仪式等都是“记录”灾害记忆的具体表现

(樱井龙彦,2008;沈燕、王晓葵,2018;王晓葵,2013),充分利用这些方

式能够丰富灾害记忆的表现形式与提升内容的丰富度。同时,更要及

时通过田野调查、口述访谈、互联网数据爬取等方式收集灾区的灾害应

对资料,构建相应资料库,不仅要记录灾害事件本身,更要涉及灾难故

事、公众情感的传承,提升内容的深度,促进社会灾害经验的及时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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